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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组态视角下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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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测算中国31个省份2012―2021年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基于TOE研究框架，运用必要

条件分析法（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组态视角探究多因素驱动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殊途同

归”路径．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各省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在0.605∼0.973之间，均属协调发展类别，在胡焕庸线以东

以中级协调为主，以西以良好协调为主；2）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具有复杂性，高协同度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3）降

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实现路径有技术-环境驱动型（河北、安徽、江苏、辽宁）、组织-环境驱动型（吉林）、技术-组织-环境

均衡驱动型（山东、新疆）；4）对比组态路径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经济发展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

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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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Paths Lead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A Study on

Synergistic Promotion Paths for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from a Group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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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asur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coupling in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and analyze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OE

research framework, us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 method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paths” paths of the multifactors-driven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in the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oup st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coupling in each province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ranges from 0.605 to 0.973, which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dominating to the ea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and good coordination dominating to

the west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2)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is

complex, and the high degree of synergy is a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factors; 3) The paths of realization

of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include the technology-environment

driven (Hebei, Anhui, Jiangsu, Liaoning),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driven (Jilin), and technology-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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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balanced driven (Shandong, Xinjiang); 4) Comparison of the group paths reveals that green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synergistic promo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Key words：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TOE framework; group analysis;

different routes to the same aim

0 引 言

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着力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方面，我国经济

已进入加快低碳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造成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任务

重，在工业化仍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实现降碳具有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技术水平存

在差异，各省面临不同的环境治理矛盾[1]，降碳减污的协同发展需考虑实际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降碳减污协

同推进的差异化路径，实现殊途同归，对于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降碳减污具有“同根同源”性，二氧化碳与污染物主要来自能源活动与工业生产[1]，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

源消费会同时产生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有机化合物等多种物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作为减排和环保

方面的综合策略，可以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2]．降碳减污两个系统的治理可以

深度耦合、协同促进、提质增效，表现出“同过程同治”性．针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问题，学界也进行了大量的

有益探索．大多数研究以某一影响因素或政策视角为切入点，以“降碳减污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降碳减污

影响机制-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分析框架，探讨了特定行业和区域降碳减污领域内的体制机制构

建[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和优化路径．

组态分析方法可以考虑到影响降碳减污因素之间的综合效应，适合研究复杂驱动机制[4]．本文在已有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在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研究框架下识别降碳减污的影

响因素，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探究影响区域降碳减污各因素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评价降碳减污协同

水平的基础上，归纳不同因素组态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殊途同归”路径．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两方

面：一是引入TOE研究框架，基于组态视角更广泛系统地整合了影响降碳减污的因素，探究多因素下如何更好

地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为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实证研究提供新思路．二是结合NCA与fsQCA方法，定量确

定影响降碳减污的单个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高协同度的必要条件，并发现高协同度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

并且识别哪些因素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中起主导作用．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实施降碳减污协同治理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一体实现美丽中国与“双

碳”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众学者对降碳减污协同的研究主要包括协同效应的测度与评价、实现协同的机制与

路径、环境政策对协同的影响三个方面．

降碳减污协同水平的测度评价层面，主要用STIRPAT模型[5]、耦合协调模型[6]、Tapio脱钩模型[7]、SBM效

率模型[8]、双层嵌套SDA模型[9]等测度降碳减污协同程度．比较典型的是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降碳减污协同

程度，耦合协调模型能够综合评价降碳与减污两个子系统间协同变化的趋势，以及各子系统间的整体协同效

果[10]．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11]、达古姆基尼系数法[12]、引力模型[13]等分析降碳减污协同度的时空演

变和区域差异．降碳减污协同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递减的异质性特征[14]；王慧等[15]在双

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碳达峰约束下降碳减污协同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

先发城市中具有更强作用．

实现协同的机制与路径层面，学者们主要从绿色技术[16]、能源[17]、环境规制[18]、产业[19]、数字经济[20]、环

境关注[21]等方面回答了降碳减污协同发展的路径．绿色技术能够有效提高能源效率并推动能源结构转变[22]，长

期内一直作为碳减排的主导路径[19]．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提升光伏、风力、水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效

率．绿色技术也可以清洁生产工艺，推动企业向可持续的能源方向发展，优化产业结构[23]，提高企业生产力[24]，

从而实现降碳减污的目标．环境政策能够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抑制大气污染物排放，在源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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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和过程控制中抑制碳排放[25]．Lin等[26]研究发现，环境政策的实施通过资源再配置、能源结构优化、绿色技

术创新和能效提升等机制显著降低了工业碳排放强度．政府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约束企业排污行为，引导企业

低碳转型．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27]，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高级化．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17]．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化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影

响大于其负面影响[28]，数字经济能够激发新的能源消费方式和理念，并促进技术多样化，有效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互利共赢的局面[29]．公众环境关注度能够对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并降低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1]，推动其采取更有力的降碳减污措施，对环境治理产生积极影响[30]．

环境政策对降碳减污的影响层面，现有研究聚焦碳排放权交易[31]、用能权交易[32]、排污费征收[25]等，通过

研究政策试点，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试点政策对降碳减污的协同效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减排[33]．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提升能源效率、提升创新产出、激励技术进步、

推动绿色金融、加强能源投资等渠道提升降碳减污水平[33]．排污费的征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从而起到减污与降碳协同治理的效果[25]．朱思瑜等[34]研究发现在排污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和组合政策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能有效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水平．政策协

同管理视角下，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有利于减少污染，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

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此外，也有文献利用组态分析方法研究了降碳减污实现路径，但数量有限．孙秀梅等[35]以我国108个资源

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组态视角对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驱动路径展开研究；闫华飞等[36]研究发现碳排放强度是

多个条件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低碳排放强度驱动模式有三种，分别为绿色创新-结构协同型、结构主导型、绿

色创新主导型；Luo等[37]分析了黄河流域地级市降碳减污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

素，进一步探索了黄河流域降碳减污可持续发展路径．

由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降碳减污协同效应进行了详细探讨，但可借鉴的差异化路径

的典范或参照样本仍然较少．现有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借助传统线性回归分析，更多考

虑了相关因素的单一作用对降碳减污的影响．但是传统回归分析无法解决降碳减污的因果复杂性问题，不同因

素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影响并不独立，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构成降碳减污高协同度的必要条件？多

个因素影响降碳减污的联动影响和联合机制是什么？先前研究有待回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局限于

对碳减排一个系统的实现路径研究或局部区域的降碳减污协同路径研究，缺乏对全国层面降碳减污两大系统耦

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及其实现协同推进的路径分析．因而，有必要深入分析驱动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组态，有效

区分影响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核心与边缘条件，从而探究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发展的不同路径．

前文根据现有文献梳理总结了驱动降碳减污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本文构建TOE研究框架提供了重要

支撑．TOE研究框架综合考虑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综合性、可定量化和可应用性的优

势[38]．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从技术水平、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环境关注等方面共

同着手[35]．综上所述，首先，推进降碳减污需要技术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才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可再生

能源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减少污染，降低碳排放；其次，政府和企业作为两大组织，在降碳减污进程中发

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降碳减污离不开公众参与以及经济发展背景．因此，识别与分析影响降碳减污协同

效应的因素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展开更为全面、更具优势．本文基于TOE研究框架的整体性分析

有助于深入理解影响降碳减污协同的复杂性因素及差异化路径，并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提供重要的参考．

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设计

首先，对中国31个省份的降碳减污协同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确定降碳与减污两个系统，选取对应指标，

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得出2012―2021年各省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用来分析协同水平的时空差异与相对发

展状况．其次，对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路径进行组态分析．将耦合协调度作为结果变量，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以TOE为研究框架识别条件变量，运用NCA和fsQCA方法，从结构角度寻找多因素驱动降碳减污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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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的差异化路径．

图 1 TOE研究框架

2.2 研究方法

2.2.1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是用于分析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变量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型．降碳和减污两个系统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借鉴唐湘博等[6]的方法，将二者纳入耦合协调模型，用来衡量降碳减污协同水平．通过式

（1）构建：

Cit =2×
√

CRit×PRit

(CRit +PRit)
2 (1)

式中：C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降碳与减污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度，0≤ Cit ≤1；CR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降

碳综合得分；PR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减污综合得分．

Tit =α×CRit +β×PRit (2)

式中：T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降碳与减污两个系统间的综合协调指数，因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故本文认为两

个子系统在整个综合体系中的地位均衡，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控制同等重要，将系数α与β均取为0.5，α+β＝1．

Dit =
√

Cit×Tit (3)

式中：D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降碳与减污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0≤Dit≤1，Dit越大，表明降碳与减

污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

基于任喜萍等[39]的研究，采用均匀函数分布法来

界定耦合协调度的等级类型和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2.2.2 NCA和fsQCA

NCA是一种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用于研究

某个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即在这个因素存在的情况

下，结果才能发生[40]．NCA通过两种估计方法（CR-

FDH和CE-FDH）计算各条件变量的效应量d（0≤ d≤
1），比较条件因素存在与结果发生间的关系，揭示结果

的必要条件．效应量也称瓶颈水平，代表产生特定结果

需要必要条件的最低水平[41]．fsQCA由Ragin在1987年

提出，是一种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用

于探究因果关系以及条件因素对某一结果的影响[42]．

表 1 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与判断标准

协调大类 耦合协调度 等级类型

失调衰退类

0.000≤D＜0.100 极度失调

0.100≤D <0.200 严重失调

0.200≤D <0.300 中度失调

0.300≤D <0.400 轻度失调

过渡调和类
0.400≤D＜0.500 濒临失调

0.500≤D <0.600 勉强协调

协调发展类

0.600≤D＜0.700 初级协调

0.700≤D <0.800 中级协调

0.800≤D <0.900 良好协调

0.900≤D≤1.000 优质协调

fsQCA结合了模糊集理论和布尔代数的思想，旨在通过模糊逻辑运算，对多个因素的不同组合进行定性比较和

分析．本文结合NCA和fsQCA方法，不仅可以定量确定影响降碳减污的条件变量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变量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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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度的必要条件，而且通过找出QCA后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可以归纳驱动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多重路径，

实现“殊途同归”，有助于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制定降碳减污政策．

2.3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数据缺失）为样本，将案例的时间跨度确定为2012―2021年．首先

对2012―2021年各省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之后为了更准确识别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提升

的路径，计算2012―2021年各个指标的平均值，对31个省份样本进行组态分析．主要原因有：一方面，选取31个

样本十年的平均值进行分析，符合QCA方法分析原理，也能提高结果的科学性；另一方面，2012年中国发布节

能减排“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能效水平提高、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中国由此进入

“绿色发展时代”，选取2012―2021年的数据，能够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时效性．

2.3.1 结果变量

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Dit．从降碳与减污两个维度出发进行构建．降碳层面：碳排放“双控”直接促进绿色

低碳发展，借鉴孙慧等[25]的研究，用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衡量降碳系统综合指数．二氧化碳

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碳排放强度由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比值得到．减污

层面：传统研究只考虑空气污染指标过于单一，本文关注固液气三种形态减污，同时借鉴Nie[43]和易兰[44]等的

研究．减污系统综合指数用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PM2.5均值、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衡量，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中国各省统计年鉴．

单一的Critic权重法未能考虑指标间的离散性，熵权法可以有效弥补这一不足[45]．因此，为了更加客观确

定各二级指标在降碳与减污系统内的权重，本文借鉴吴忠等[45]的研究，将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基于Critic-熵权

法的客观赋权，得出二者赋权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组合权重．通过组合权重计算降碳系统各案例综合得分CRit与

减污系统各案例综合得分PRit，最终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降碳与减污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Dit．降碳减

污耦合协调度的测量指标体系及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 2 结果变量测量指标体系及描述性统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单位 组合权重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降碳系统
二氧化碳排放量 负向 万吨 0.521 44 128.050 24 061.120 110 527.800 4 385.700

碳排放强度 负向 千克/万元 0.479 2 473.230 1 799.210 11 230.190 503.160

减污系统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负向 万吨 0.219 54.220 1.760 192.120 1.760

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 负向 万吨 0.170 51.160 3.410 176.110 3.410

二氧化硫排放量 负向 万吨 0.182 35.570 0.140 174.880 0.140

PM2.5均值 负向 毫克/立方米 0.203 35.810 4.320 85.630 4.32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负向 万吨 0.227 11 541.510 232.360 52 037.000 232.360

2.3.2 条件变量

技术条件变量：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组织条件变量：用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衡量．参考刘荣增等[46]的方

法，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第二产业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参考干春晖等[47]的方法，测算产业结构合理

化、高级化水平．数据来源于2012―202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

环境条件变量：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公众环境关注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算包含多维度指标，

参照赵涛等[48]的方法，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移动

电话基站数等指标的基础上，继续选取邮政业务总量、包裹数、移动电话年末用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电信业务总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等指标，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对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更为全面客观的测算．参考吴力波等[21]的方法，整理各省“雾霾”和“环

境污染”的百度指数、资讯指数、媒体指数，衡量各地区的公众环境关注度．

2.4 变量校准

参考已有研究[41]，本文根据所研究的案例分布和样本量，运用直接校准法，分别设置样本数据的75%、50%、

25%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 1]之间的模糊隶属度值．条件

和结果变量的校准与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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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条件与结果变量校准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条件变量

技术 绿色专利申请量 495.000 87.000 14.000 326.000 666.000 2 856.000 1.000

组织
环境规制强度 0.005 0.003 0.002 0.003 0.002 0.013 0.001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0.308 0.150 0.086 0.220 0.202 0.982 0.024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1.482 1.186 1.022 1.383 0.702 4.633 0.884

环境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0.242 0.215 0.203 0.223 0.025 0.284 0.180

公众环境关注度 144.517 109.626 81.379 107.960 37.780 181.300 10.890

结果变量 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 0.860 0.851 0.851 0.817 0.020 0.876 0.807

3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3.1 降碳减污协同水平分析

表4展示了各省2012―2021年降碳与减污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来看，各省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

水平相对较高，在0.605∼0.973之间，区域降碳减污各年度均处协调发展类别，说明自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

促进绿色发展，以及十八大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各省在污染减排方面高强度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从各年均值来看，全国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在2012―2019年处于逐年增长的态势，但是在2020年耦合协调

度由前一年的0.870下降至0.858．从各省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省份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的状

态．其中：浙江、福建、海南耦合协调水平高，海南和福建更是达到优质协调状态．但山东、河北等省份耦合协

调水平相对较低，可能原因是这些地区存在重化工行业，且部分企业在冬季承担协同供暖任务，短期内产业布

局调整达不到理想水平．中部地区省份耦合协调度极差较小，整体处于良好协调等级．西部地区西藏、云南、青

海三个省份由于重化工业等高污染企业布局少，而且青藏高原光热资源丰富，云南水力资源富裕，煤炭等化石

燃料消费量少，耦合协调度历年处在高位，整体属于优质协调等级；而西部地区其它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呈现良

好状态．东北地区吉林降碳减污耦合协调程度高，而辽宁和黑龙江处于良好协调等级．

从各省每年耦合协调度与均值的比较来看，2012―2015年有16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

平，期间全国平均耦合协调水平上升缓慢，河北、山东耦合协调度较其它省份表现出更低水平，属于初级协

调等级．2016年全国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858，增长速度明显快于2012―2015年平均水平．2016―2019年全国耦

合协调度均值继续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与2012年相比，各年度均值以上的省份数量增加，河北降碳减污耦合

协调度在此时期超过0.800，达到良好协调水平．说明随着生态环境部门全面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2017年中国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推进碳市场建设，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一系列

环保制度施行，企业等创新主体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推动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我国降碳减污取得成效，实现

了2019年全国28个省份耦合协调度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

分析各地区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可以发现，2012年各省耦合协调度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分布，

在胡焕庸线以东以中级协调为主，以西以良好协调为主．究其原因，“十二五”早期中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较

为集中，煤炭为主要能源，工业粗放型排放导致空气污染严重．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集中；加之人口稠密，汽车尾气排放对空气污染产生很大影响，导致2012年河北和山东降碳

减污耦合协调度为初级协调等级．到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等级的省份消失，同时吉林、云南、浙

江、福建上升为优质协调等级，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由之前的中级协调水平上升为良好协调水

平．到2019年，全国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处于良好和优质水平，其中河北从2012年到2019年实现跃迁．然

而2020年后同经济恢复过程产生新矛盾，部分地区为实现地方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增长，放松对高排放、高耗

能项目的监管，使得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出现了短期回落．

3.2 必要条件分析

QCA组态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检查TOE框架中诸多条件变量是否为产生降碳减污高耦合协

调度的必要条件．即在没有某个条件变量的情况下，高耦合协调度是否会产生，所有变量均为非必要条件就可认

为通过NCA检验．本文用R语言软件进行NCA分析，表5为采用CR-FDH和CE-FDH两种估计方法计算的NCA对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可知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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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水平、公众环境关注度等条件的效应量均小于0.1，因此，它们不构成降碳减污高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

件．鉴于条件变量均为连续变量，本文使用CR-FDH方法进行瓶颈水平分析．表6为瓶颈水平分析结果，瓶颈水

平（%）指达到结果最大观测范围的某一水平，前因条件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水平值（%）[42]．如表6所

示，若要达到90%的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水平，需要2.1%水平的环境规制强度、3.2%水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

度、28.3%水平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13.9%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10.7%水平的公众环境关注度，而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不存在瓶颈水平．

表 4 各省2012―2021年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

地区 省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均值

东部地区

北京 0.834 0.831 0.832 0.837 0.844 0.847 0.851 0.853 0.849 0.855 0.843

天津 0.842 0.835 0.835 0.847 0.857 0.863 0.876 0.876 0.870 0.874 0.858

河北 0.624 0.635 0.659 0.708 0.793 0.804 0.818 0.828 0.805 0.791 0.747

上海 0.789 0.774 0.775 0.773 0.792 0.794 0.793 0.793 0.785 0.789 0.786

江苏 0.772 0.772 0.780 0.795 0.826 0.839 0.845 0.848 0.848 0.856 0.818

浙江 0.860 0.858 0.859 0.867 0.900 0.902 0.907 0.909 0.902 0.906 0.887

福建 0.885 0.887 0.893 0.897 0.911 0.915 0.917 0.915 0.911 0.920 0.905

山东 0.605 0.619 0.641 0.641 0.754 0.782 0.787 0.787 0.778 0.792 0.719

广东 0.735 0.745 0.752 0.767 0.814 0.810 0.817 0.811 0.790 0.797 0.784

海南 0.953 0.956 0.957 0.961 0.968 0.968 0.971 0.973 0.971 0.973 0.965

中部地区

山西 0.773 0.775 0.787 0.797 0.824 0.834 0.841 0.837 0.839 0.862 0.817

安徽 0.825 0.824 0.829 0.834 0.862 0.871 0.871 0.875 0.857 0.866 0.851

江西 0.865 0.866 0.869 0.878 0.889 0.896 0.905 0.904 0.897 0.898 0.887

河南 0.708 0.704 0.734 0.744 0.842 0.859 0.859 0.857 0.836 0.850 0.799

湖北 0.789 0.787 0.796 0.802 0.840 0.839 0.845 0.841 0.806 0.823 0.817

湖南 0.799 0.802 0.809 0.818 0.859 0.863 0.867 0.867 0.845 0.851 0.838

西部地区

内蒙古 0.804 0.815 0.815 0.822 0.894 0.902 0.901 0.893 0.893 0.904 0.864

广西 0.804 0.805 0.810 0.822 0.841 0.844 0.846 0.850 0.837 0.846 0.831

重庆 0.765 0.766 0.776 0.785 0.810 0.823 0.821 0.818 0.817 0.827 0.801

四川 0.813 0.816 0.818 0.830 0.864 0.870 0.873 0.870 0.847 0.850 0.845

贵州 0.820 0.828 0.841 0.850 0.877 0.885 0.887 0.895 0.870 0.878 0.863

云南 0.885 0.893 0.897 0.901 0.918 0.930 0.926 0.927 0.915 0.923 0.912

西藏 0.825 0.843 0.854 0.885 0.888 0.909 0.919 0.915 0.916 0.933 0.889

陕西 0.827 0.836 0.838 0.844 0.877 0.877 0.883 0.888 0.880 0.879 0.863

甘肃 0.729 0.742 0.741 0.748 0.763 0.774 0.785 0.787 0.766 0.786 0.762

青海 0.917 0.914 0.913 0.918 0.931 0.929 0.936 0.941 0.931 0.941 0.927

宁夏 0.920 0.926 0.923 0.928 0.943 0.947 0.953 0.954 0.951 0.956 0.940

新疆 0.843 0.835 0.840 0.854 0.877 0.892 0.897 0.908 0.894 0.892 0.873

东北地区
辽宁 0.735 0.744 0.739 0.738 0.820 0.816 0.826 0.822 0.794 0.784 0.782

吉林 0.879 0.880 0.881 0.877 0.916 0.919 0.927 0.926 0.913 0.908 0.903

黑龙江 0.766 0.774 0.764 0.760 0.799 0.809 0.812 0.812 0.778 0.802 0.788

各年均值 0.806 0.809 0.815 0.824 0.858 0.865 0.870 0.870 0.858 0.865 -

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依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制度及分类标准划分

3.3 条件组态分析

采用fsQCA3.0软件对影响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由于案例数为31，属于小样本，

故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将PRI一致性小于0.7的结果变量赋值为0．软件输出的简单解表

示只含有核心条件的路径，中间解为基于反事实分析基础上的包括核心条件的路径．将简单解与中间解进行嵌

套对比，就能区分每条组态路径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得到4种条件组态结果，如表7所示．表中每一列表示一

种组态路径，结果显示总体覆盖度为0.559，表示4种条件组态覆盖了55.9%的案例数．总体一致性为0.838，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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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这4种条件组态的省份中有83.8%的地区降碳减污高度耦合协调．通过有效分析，最终梳理出3种类型的4条

组态路径，分别是：以公众环境关注度为核心的技术-环境驱动型、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的技术-环境驱

动型、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的技术-组织-环境

均衡驱动型．

表 5 NCA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值

绿色技术创新
CR 100% 0.000 969.381 0.000 1.000

CE 100% 0.000 969.381 0.000 1.000

环境规制强度
CR 99% 0.000 0.003 0.006 0.889

CE 100% 0.000 0.003 0.003 0.937

产业结构合理化
CR 99% 0.002 0.303 0.007 0.845

CE 100% 0.003 0.303 0.009 0.716

产业结构高级化
CR 89% 0.084 1.343 0.063 0.029

CE 100% 0.058 1.343 0.044 0.000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CR 98% 0.026 0.920 0.028 0.820

CE 100% 0.026 0.920 0.029 0.833

公众环境关注度
CR 97% 1.435 66.877 0.021 0.912

CE 100% 1.596 66.877 0.024 0.851

注：条件变量采用校准前的变量数值；0≤ d <0.1表示低水平，0.1< d <0.3表示中水平，0.3< d <0.5表示中高水平，d≥0.5表示

高水平；P值为NCA分析中置换检验（重复抽样次数为10 000）；CR指上限回归分析；CE指上限包络分析

表 6 NCA对单个条件必要性瓶颈水平（%）的分析

降碳减污 绿色发明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 数字经济 公众环境

耦合协调度 专利申请 强度 合理化 高级化 发展指数 关注度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NN

50 NN NN NN NN NN NN

60 NN NN NN NN NN NN

70 NN NN NN NN NN NN

80 NN NN 1.6 13.5 1.6 0.2

90 NN 2.1 3.2 28.3 13.9 10.7

100 NN 9.7 4.8 43.2 26.3 21.2

注：瓶颈水平用CR方法进行计算，NN表示不必要

3.3.1 技术-环境驱动型

由于组态1与组态2由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构成，故将该类别命名为技术-环境驱动型．组态1路径指出高公

众环境关注度、非高产业结构合理化、非高产业结构高级化为核心条件，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为边缘条件，可

以导致区域降碳减污高耦合协调度．组态1表明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不高的地区，产业结构对降低

污染和减少碳排放具有约束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高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作用并不必

要．这种情况下，当地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以及迫于高公众环境关注度来改善环境，促进降碳减

污协同增效．体现该组态路径的省份主要有河北和安徽．以河北为例，其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早期钢

铁、化工、制药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多和信息公开的加强，公

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提高[49]，社会监督力量的增强，推动了政府和企业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工作，加快推

进绿色技术创新，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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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组态分析结果

类别 技术-环境驱动型 组织-环境驱动型 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

条件组态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绿色技术创新 ◦ ◦ 4 •
环境规制强度 4 4 •
产业结构合理化 4 4 • ◦
产业结构高级化 4 ◦ ◦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 ◦
公众环境关注度 • ◦ ⊗ ⊗
原始覆盖度 0.453 0.181 0.149 0.103

唯一覆盖度 0.272 0.005 0.055 0.025

一致性 0.871 0.849 0.809 0.826

典型案例 河北、安徽 江苏、辽宁 吉林 山东、新疆

总体覆盖度 0.559

总体一致性 0.838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4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下同

组态2路径指出以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非高环境规制强度、非高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核心条件，以高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和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区域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组态2表明在环境规

制强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太合理的省份，如果有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环境关注

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降碳减污的作用并不必要．符合这种组态路径的省份有江苏和辽宁．以辽宁为例，其数

字化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充分发挥场景资源优势、数据资源优势，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实现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加快低碳工艺革新，推进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开展低碳-零碳-负碳集群全

产业链示范项目的前瞻性研究，搭建碳计量、碳数据和碳管理三大涉碳服务平台，推进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相

结合，着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51]．

3.3.2 组织-环境驱动型

组态3路径由组织条件和环境条件构成，故将该类别命名为组织-环境驱动型．组态3路径指出以高产业结构

合理化、非高绿色技术创新、非高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条件，以高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非

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为边缘条件，可以实现区域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提升．该路径表明即使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弱，公众环境关注意识不强，但若有良好的产业布局、优化的产业结构，依旧可以实现降

碳减污协同增效．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步伐[52]．体现该路径的省份主要是吉林，其把清洁生产作为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重要手段，支持

工业、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降碳减污增效，构建行业产业绿色制造体系，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同时全面推

进“数字吉林”建设，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扩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

因此，当区域产业发展协调合理、产业结构升级明显、数字经济创新活跃时，可以借助发达的数字产业，实

现数字技术与能源电力、工业、交通等高排放高污染重点领域深度融合，提升能源与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产业

数字化，转换新旧动能，发挥实际减排效果．

3.3.3 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

组态4同时包括技术、组织、环境三大条件，故命名为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该路径中，高绿色技术

创新水平、高环境规制强度成为促进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核心条件，高产业结构合理化、高产业结构高

级化、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非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为其边缘条件．该组态路径下代表性省份有山东和新疆两大

资源型省份．山东受资源开发压力影响，制定了一系列有力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并在省级重点研发计划中

加大对绿色低碳科技研发支持力度，在政策扶持和需求驱动下，创新发展绿色技术受到重视并被大力推进．而

且山东有序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持续完善绿色制造体系，聚焦数据价值化培育，产业数字化应用为传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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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塑造优势．新疆能源资源富集，但生态系统脆弱，高强度环境规制才能抑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的损害．

同时在对口援疆背景下，新疆受益于东部地区先进绿色技术的流入[53]，应用绿色新技术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升级传统产业，推进延链、补链、强链，推动数字技术与工业降碳融合发展，促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资源型地区通常面临更严重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和法规可以有效防

止和减少二氧化碳和污染物的排放，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54]．并且通过引进和推广绿色技术，可

以降低资源型地区对传统高碳能源的依赖，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和碳排

放．此外，数字化技术能够在资源开采中建立数值模型，自适应优化决策，动态监测预测，助力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产业体系．

3.3.4 进一步分析

对比4条组态路径可以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经济发展在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过程

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说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并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减少经济社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改善能源结构，从而有效降低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

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可以加快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向绿色

低碳方向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也起到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提高能

源资源利用效率，数字化转型可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规模、效率和融合效应等多维赋能作用．而数字经济和

绿色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所生成的“数字红利”则能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新的增长点，实现在绿色低

碳中可持续发展[55]．

3.4 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李晓娣等[56]的方法，将一致性阈值调整至0.85，得到的组态结果与原结果完全一致．其次，为排除

对变量校准分位数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调整校准锚点，用90%、50%、10%的分位数代替之前85%、50%、15%的

分位数重新对变量进行校准，频数阈值为1，一致性阈值为0.8，PRI一致性为0.7，再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如表8所

示．产生的组态与前文结果高度一致，组态类别未发生变化，且解的覆盖度和一致性变化很小．说明本文研究

结果稳健．
表 8 组态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

类别 技术-环境驱动型 组织-环境驱动型 技术-组织-环境均衡驱动型

条件组态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绿色技术创新 ◦ ◦ ⊗ •
环境规制强度 ⊗ ◦ •
产业结构合理化 4 4 4 ◦
产业结构高级化 4 ◦ ◦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 • ◦
公众环境关注度 • ◦ ⊗ ⊗
原始覆盖度 0.465 0.211 0.172 0.137

唯一覆盖度 0.251 0.006 0.062 0.036

一致性 0.884 0.880 0.824 0.876

典型案例 河北、安徽 江苏、辽宁 黑龙江 山东、新疆

总体覆盖度 0.574

总体一致性 0.829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贯彻新发展理念背景下，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

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水平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TOE研究框架，以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等影响因素作为条件

变量，结合NCA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差异化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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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2021年各省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相对较高，在0.605∼0.973之间，各年度均处于协调发展

类别．全国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在2012―2019年处于逐年增长的态势，到2019年，各省基本上处于良好和优质

水平，但是2020年耦合协调度由前一年的0.870下降至0.858．东部地区省份降碳减污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两极分化

的状态；中部地区省份耦合协调度极差较小，整体处于良好协调等级；西部地区西藏、云南、青海耦合协调度

历年处于高位，整体属于优质协调等级，西部其它省份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良好状态．

2）必要条件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公众

环境关注度等因素不单独构成降碳减污高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区域降碳减污高耦合协调度是技术、组织、

环境三方面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体现了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复杂性．

3）组态分析发现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共有4条路径，分别是：以公众环境关注度为核心的技术-环境驱动

型，典型省份有河北、安徽；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的技术-环境驱动型，典型省份有江苏、辽宁；以产业结

构合理化为核心的组织-环境驱动型，典型省份是吉林；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强度为核心的技术-组织-环

境均衡驱动型，典型省份有山东、新疆．

4）对比组态路径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经济发展在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均能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在长期内实现持续的碳减排效应，数字经

济与传统产业的绿色融合也对降碳减污具有重要意义．

4.2 政策启示

1）地方政府可以从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水平去考察当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成果，借鉴不同地区降碳减

污经验，加强省际合作，保持已有成果，争取最佳效果．鉴于东部地区降碳减污耦合协调水平出现两极分化的情

况，可以鼓励省份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分享最佳实践，以提高整体协调水平．为进一步改善中部地区的降碳减

污耦合协调水平，政府可以同东部高耦合协调度地区加强联系，推进绿色技术创新与合作，引导企业采用更高

效、低排放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针对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良好协调等级，可以加强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支持和投

资，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水平．西部地区西藏、云南、青海等，虽然

已经处于优质协调等级，但仍需加强环境治理和保护，保障生态环境质量，继续加强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工作．

2）地方政府应重视区域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组态效应并选择合适的驱动路径，同时发挥路径中核心因素

的关键作用．多条组态路径的存在，说明只靠单一因素无法实现区域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只有将多种因素联动

匹配才能实现降碳减污更好效果．同时组态路径中存在核心因素，应发挥核心因素在节能减排、绿色低碳转型

中的关键作用和引领作用，实现降碳减污边际效益最大化．政府和企业应深入了解本地区的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环境状况以及发展需求，推动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层面的协同互补，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从

而实现降碳减污的目标．

3）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过程中应更加重视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经济发展对节能减排的重要

作用．政府和相关利益方应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提供资金和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培育绿色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重视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优化升级，引导

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鼓励企业采用数字技术提高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有机结合，实

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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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cluding Remark
The hypercube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studied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model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tudy the graphical behavior of hypercubes, includ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hued chromatic number

of the hypercubes. In this paper, we determine the value or upper bounds of the r-hued chromatic number of

hypercubes for smaller values of r. As 3 =22−1 and 7= 23−1 are Mersenne primes. The results obtained seem to

suggest that the following.

Conjecture 1 For any integer n between two consecutive Mersenne primes ` and k with ` < k, the r-hued

chromatic number of Qn is always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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